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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学习 积极实践

记者：2017年至 2021年，是中国第四个世界遗产委
员会成员任期。现在来回顾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尤其
是文化遗产领域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发展
进程中团结、合作、贡献的重要。

吕舟：中国在 1985年加入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无疑可以看做是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事务、融
入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起点。1987 年，中国第一次申报
世界遗产。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
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派专家组前来考察，
对中国6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
建议。

记者：我专门去查了当时的记录。中国在第一次申
报时提交了最引以自豪的代表作。6项中的5项都符合了
世界遗产价值的第 （i） 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
造力的杰作”。这在当今已是极难出现的盛况。应当说，
这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共通的兴奋和注意力，加速了中外
积极合作期的到来。

吕舟：是的。当时来华的专家组中就包括了国际文
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 的前任总干事
B·M·费尔顿和时任该中心遗址部负责人J·尤吉莱多。尽
管中国当时还不是该组织成员，但该中心已通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意大利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奖学金项目和中
国建立起联系，资助中国学者参加历史建筑保护的培训
课程。许多早期参加培训的学者都为推动中国文物保护
事业做了重要工作。例如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就是最
早向中国介绍 《威尼斯宪章》 等国际文献、把国际文化
遗产保护理念引入中国的学者。

记者：随着中国项目出现在 《世界遗产名录》 中，
越来越多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着先行经验的国家开始
与中国展开合作。应该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期，是中国向世界各国虚心学习、共同保护人类文化遗
产的阶段。

吕舟：当时中国在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技术上都得到
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1989 年，意大利政府与
中方合作在陕西西安建立了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提
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国内技术力量
最强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德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
期开始的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的合作，极大地提高了
出土文物的保护水平，比如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棘手的兵
马俑色彩保护难题。日本通过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和东京
文化财研究所参与了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的保护工
作，并通过信托基金支持了包括西安大明宫遗址、交河
故城等保护项目。应当说，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的世界
遗产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

记者：随后出现的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可以
看做是保护理念从文物保护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标
志，也是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视野不断开拓、融入遗产
保护国际语境的标志。

吕舟：1997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编写 《中
国文物保护纲要》。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与中方合作并提
供了相关支持。由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制定的 《巴拉
宪章》 当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
也被邀请参与《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的合作。

2000 年，这一项目最终在河北承德通过了国家文物
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审议，正式发布时定名为 《中国
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一“准
则”成为衡量中国文物保护的行业标准。“准则”在中国
文物保护界的推广，使保护观念趋于一致，把中国文物
保护观念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相融合，使中国的文物
保护进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语境当中。

记者：但是并没有简单地照抄国外经验对不？
吕舟：“准则”本身是对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总结，

有着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经验和原则。在保护原则上它
与 《文物保护法》 及相关法规相贯通，同时用 《威尼斯
宪章》 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文物保护理念对中国的保
护原则进行了阐释。“准则”中提出的文物古迹保护程
序，促使中国文物保护更加科学化。比如“准则”强调
了调查、评估和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 2004年以后的一
个时期中，规划被作为文物保护相关工作的前置程序。
规划强调保护对象的价值研究和现状评估，这客观上促

进了中国文物界对保护对象的整体研究，也促进了对原
有价值认知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新构建。对保护对象的价
值研究则改进了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提高了申报
文件的水平。

记者： 这种国际合作成果，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各地
的遗产保护进程吗？

吕舟： 1997年，丽江和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这是中国第一次申报“活态”化的遗产项目。尽
管从 1982 年起中国就开始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
系，但在城镇类保护中仍侧重于其物质形态和风貌，在
协调当代生活与物质形态保护方面一直存在矛盾。丽江
和平遥的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保护
这样的历史城镇所承载的整体文化。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在丽江
召开了第五届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年会。有来自 20个
国家的近 300位代表参加。4个世界遗产城市和 4个非世
界遗产的历史城市交流了保护管理工作的经验。会议分
别讨论了遗产城市争取各种财政资源、发展能够支持遗
产保护的经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的能
力、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并分享利益等内
容。会议最后将这4个财政、经济、培训和能力建设及合
作的模式，并称为“丽江模式”，随后在遗产城市保护管
理中进行推广。

“丽江模式”涉及了利益相关者的问题，提出了遗产
保护利益分享的问题，这些在当时中国文物保护领域都
是新观念。丽江在保护管理过程中践行了“丽江模式”
并对过程中的成果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今天丽江的保护
管理中仍然可以看到“丽江模式”的影响。

自觉自立 平等回馈

记者：2004年，在江苏苏州召开了第 28届世界遗产
委员会年度大会，引发了中国对世界遗产的社会性关
注。自1985年加入“公约”后，中国在1991年至1997年
首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随后在1999年至2005年
第二次当选。主办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则被视为中
国对世界遗产事务的一次深度参与，反映了中国经过近
20年世界遗产保护实践，在这一领域及相关国际合作方
面的进步。也就是说，开始逐步有了独立的“声音”。

吕舟：我亲身经历了那次年度大会的全过程。基于
对当时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理解以及对建立平衡的 《世
界遗产名录》 诉求的认知，中国在大会上提出了鼓励自
然及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的申报方案，推动大会对 《凯
恩斯决议》 进行修订，通过了 《苏州-凯恩斯决议》，从
限制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处世界遗产，调整为缔约国
一年可以申报两处世界遗产、但其中至少一处是自然或
混合遗产。这是一项促进建立更为平衡的 《世界遗产名
录》的重要努力。

在大会上，中国还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地区世界遗产
保护管理的培训机构，以响应全球战略中关于能力建设
的要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世界遗产培训和研究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与世界遗产
相关的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中最为活跃的机构之一。

记者：从那时起，中国不仅只作为多边合作受益者
出现，也开始成为这种多边合作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吕舟：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事例——中国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的申报工作，并在丝绸之路跨国申报协调委员
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合作促进了 2014年中国、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
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的申报工作。到2019年，已有14个国家加
入丝绸之路跨国申报协调委员会，多组丝绸之路的廊道
项目正在进行申报准备。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在申遗之后的合作工作则转向保护、管理方面，这
意味着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与此同时，中国更参与、推动了南亚廊道、万里茶
道 （穿越中国、蒙古、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之路） 的遗产
研究、辨识和申报准备工作。

中国在自身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周
边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援助，这种援助涉及到柬
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

2015 年尼泊尔遭受严重地震灾害，加德满都谷地世
界遗产所涉及的多组重要建筑遭受严重破坏。中国政府
承担了对受损严重的“九层神庙”的保护修复项目。尼
泊尔传统建筑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体系，尼泊尔政府和专
家强烈希望采用当地传统技艺对损坏的建筑进行修复。
通过与尼泊尔当地工匠、保护专家和国际专家的交流，
中国专家最终开发了一套基于尼泊尔当地传统技术，通
过局部补强改善原有结构整体性、增强抗震能力的技术

方案。在修复过程中，不仅使尼泊尔的重要遗产得到了
修复，也为当地培养、锻炼了一批本国工匠。

记者：此时，中国已经在参与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
合作中，进一步从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和协调者。这在
此次第 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就可以看得更加
清晰，中国确实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吕舟：2017年至 2021年，是中国第四个世界遗产委
员会成员任期。在这个任期内，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
与世界遗产事务，参与世界遗产机制改革。2017 年中国
和印度成为柬埔寨柏威夏寺保护项目国际合作委员会的
联合主席，将在柏威夏寺的修复中邀请更多的国家和专
业技术团队进行合作。2018 年，在世界遗产中心的支持
下启动了中非世界遗产领域合作项目，中国在能力建
设、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及遗产价值评估等方面与非洲地
区缔约国展开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在此次福州举办的
大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和东道国，促进各缔约国、委
员会成员国、咨询机构之间的交流对话；通过组织青年
论坛、管理者论坛及多个“边会”活动，展现中国世界
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水平，展现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
作用。作为工作组主席，中国也促进了对 《实施世界遗
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重大修订。

记者：此次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重申秉持人类
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
和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
您对此如何评价？

吕舟：《福州宣言》 是中国作为主席国进行主要推
动、与国际专家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协商形成的方
向性文件。

《福州宣言》针对今天世界遗产面临的挑战，强调团
结合作，强调对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强调
多层级的遗产保护教育，强调为后代维续一个更可持
续、更美好的世界。这充分体现出：保护世界遗产是不
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对话、美美与共的平台，也是一个
不断激发人们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通
过世界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的保护经
验，提升自己的保护水平；同时更积极地参与到世界遗
产保护管理的国际合作中。这种合作有助于人类共同面
对各种挑战，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中国愿意更多地推动这种交流、对话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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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也是中国
世界遗产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他主持了鼓浪屿申遗
文本的编制，现在则承担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工作。
在第 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吕舟曾组织
了中非合作边会；在此次福州举办的第 44 届大会
上，除继续举办“分享与保护：中非世界遗产申报
筹备经验交流”边会外，他还参与和筹备了“世界
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论坛”。

图为吕舟在福州大会的论坛上发言，介绍北京
历史名城保护的思路与实践。

美美与共话世遗
——访谈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吕舟

本报记者 齐 欣

《福州宣言》

刚刚结束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
度大会通过了 《福州宣言》。宣言中突出强
调了人类命运与共、全球合作、文化与自然
遗产相互关联的重要理念。

充分赞赏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所取得的
显著进展，认为其通过推动相互尊重文化特

性和理解多样性
文 化 表 现 形 式 ，
促进了不同文明

间交流与国际理解，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贡献。

重申须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
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
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
将其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有机融合，以实
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赞赏 《2012—2022 年<世界遗产公约>
实施战略行动计划》 的重要性及其提出的 6
项重要目标和17项优先事项，以及世界遗产
委员会和缔约国通过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
度，开展持续对话互动、专业交流、知识信

息共享，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在《公约》实
施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呼吁国际社会更紧密合作，开展针对性
研究和规划，推动实现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之间的平衡，同时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全球多边主义框架内应对世界遗产面临的
挑战，发现新机遇。

敦促学术界、民间社团和社区更广泛地
参与，大力加强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活
动之间的联系，以落实《2015年世界遗产可
持续发展政策》提出的使世界遗产保护惠及
所有人的目标。 —— 摘自《福州宣言》

《北京文件》的诞生

2006 年开始，北京对故宫、天坛、颐和园等
世界遗产和北海等重要历史古迹进行了保护修
缮。这些修缮过程引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注
意，并要求中国在 2007年召开一次针对这些保护
工作的国际研讨会。

2007 年中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
国际机构以及各国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在北
京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
际研讨会”。

这是一次重要的遗产保护观念研讨会，是
《奈良真实性文件》之后关于遗产真实性、物质遗
产保护、传统技艺传承科学性等多个重大问题最
为重要的国际讨论之一。会议通过的 《北京文
件》，对真实性、完整性原则，文化多样性与保护
过程，档案记录与信息资料，保护和维修，木结
构油饰彩画的表面处理，重建、管理、展陈和培
训等多方面内容做出了
表述。这也是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与世界遗产保
护观念的一次重要交流
和对话。

保护世界遗产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对话、美美与共的平台，也是一个
不断激发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进步过程。

吴哥国际保护行动

1989 年中国开始参加柬埔寨吴哥窟的保护项
目，承担了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工程。

在参与这一国际保护行动的初期，中国的援
助团队还在向他国同行学习，实践一些国际文化
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在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
中，就可明显看到对 《威尼斯宪章》 原则的实践
痕迹。但到了2010年，中国的遗产保护专家开始
对吴哥茶胶寺修复时，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

“最小干预”保护特征的针对性保护体系。比如在
维修中采用拉杆技术方法，在不损害原有石构件
基础上对茶胶寺塌毁的部分进行修复。这一方法
在经过与吴哥国际修复专家委员会讨论、“碰撞”
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距今约2000年前后，在相隔万里的古代中国
和古罗马分别修建了长城和罗马边墙，为世界留
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2018 年 3 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英格兰
遗产委员会、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合作委员会在
英国共同主办了第一届“双墙对话——中国长城
与英国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2019 年 11
月，“第二届双墙对话研讨会暨长城保护联盟第二
届年会”在河北省金山岭长城风景区召开。来自
中国长城沿线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85名
代表、来自英国哈德良长城各保护管理研究机构
的15名英方代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

世界遗产培训与
研究中心等参加
了会议。

图为 2017 年中国承担的柬埔寨
吴哥古迹茶胶寺修复项目，正在修
复位于须弥台上的中央主塔。

延伸阅读

2007 年 ，
中国邀请各国
世界遗产保护
领域的专家召
开了“东亚地
区文物建筑保
护理念与实践
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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